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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发展对城乡贫困的异质性影响研究 1∗ — 来

自长三角 41 市的经验证据

倪泽睿 ，苏聪文 ，刘苓君

（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上海 200433)

【摘 要】： 基于 2000—2020 年长三角地区 41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 ，本文利用 空间杜宾模型实

证检验城镇化发展对城镇贫困和农村贫困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 ，并 分阶段进行异质性分析 。结果表明： (1)
在本地效应方面 ，城镇化发展有利于减缓城乡 贫困 ，且农村减贫效应更强； (2) 在空间溢出效应方面 ，本地

城镇化发展会显著减缓周 边地区城镇贫困和加剧农村贫困 ，且对农村贫困的影响程度更大； ( 3 ) 分阶段看，

2000—2012 年城镇化发展更有利于本地农村减贫和周边地区城镇减贫 ，2013—2020 年城 镇化发展更有利于本

地城镇减贫 ，后 一 阶段城镇化对周边地区农村贫困加剧作用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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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迅猛，人口在城乡和地区间的大规模迁移与流动加快，所产生的集聚经济影响着经济增长、

产业结构调整、收入分配和资源要素配置，进而作用于城乡贫困。显然，城镇化已成为我国实现共同富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路径选择。在我国已实现脱贫攻坚目标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现实背景下，贫困逐渐由绝对贫困、单一贫困、农村贫困转

变为相对贫困、多维贫困和城乡贫困并存[1],解决相对贫困、不断缩小低收入群体规模成为未来扶贫工作的重心。据估算，2019

年我国城乡相对贫困人口规模分别约为 4921万人和 1.19亿人[2],贫困乡城转移现象日益显现。我国现已进入城镇贫困和农村贫

困并存阶段，这给以往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减贫研究和相关政策选择提出了挑战。

城镇化将贫困指标从农村转移到城镇，在贫困乡城转移背景下，城镇化发展对城乡贫困的异质性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仍存在

较大分歧。现阶段有关贫困研究多是在城乡分割的框架中进行，而单独研究城镇贫困或农村贫困并不能真实反映城乡贫困的动

态变化特征，这显然不利于减贫政策制定的有效性。同时，由于各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条件、人口迁移流动特征等

方面存在差异，传统空间同质性假设不能有效解释城镇化与城乡贫困之间的空间关系。长三角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

发展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区域和城乡间人口、资本等资源要素流动频繁，其所引致的贫困乡城转移问题更为突出、更具代表

性。因此，本文以长三角地区为研究样本，分析城乡贫困的时空演化特征，研究城镇化发展对城乡贫困的动态影响、异质性减

贫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这对于提高我国城镇化发展质量、减缓城乡贫困和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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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城镇化与贫困减缓的关系，主要可以归纳为三种观点：有利论、不利论和 U型关系论。持有利论的学者认为，城镇化

可以通过促进经济增长[3]、改善收入分配[4]、产生集聚经济和规模经济[5]、提高农业劳动效率[6]、促进人力资本积累[7]、提高

社会福利水平[8]等途径减缓贫困。但随着时间推移，城镇化减贫效应会逐渐减弱[9],同时这种影响存在着地区差异性[10],并且不

同城镇化模式减贫效应也可能存在异质性。持不利论的学者认为，城镇化会使得更多的资源要素向城镇集聚，加剧农村资源流

失和降低土地资源利用率，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加剧农村贫困[11],且在传统城镇化模式下，农村贫困地区存在被边缘化风险

[12];农村劳动力资源的流失会抑制农业和非农产业发展，不利于贫困的减少[13];同时，城镇化进程中也会产生新的贫困人群，如

失地农民、农民工和留守人群等，这类群体往往享受不到城镇化发展成果，其贫困状况更为严峻[14,15],而盲目城镇化只会使得

这部分人群徘徊在城镇边缘地区，把农村贫困转变为城镇贫困[16]。持 U型关系论学者认为，城镇化发展前期有利于贫困减少，

其发展后期则不利于贫困减少[17]。具体而言，当城镇化水平较低时，更多贫困人口选择进入城镇，此时农村贫困减少，但随着

城镇化水平提高，向城镇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中贫困人口相对较少，从而导致农村贫困发生率的上升[18];考虑到城镇化进程

与经济增长呈倒 U型关系，而经济增长又是影响贫困的关键因素[19],因此存在一个减贫效果最大的城镇化水平[20]。

综上所述，现阶段关于城镇化对贫困影响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仍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在研究对象上，已有文献更多以

农村贫困作为单一研究对象，侧重于研究城镇化对农村贫困的影响，而对城镇贫困缺乏足够学术关注，鲜有将城镇化、城镇贫

困和农村贫困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二是在研究方法上，以往研究多假设空间同质性。但由于各地区存在广泛联系和空间互动

性，一地的城镇化发展可能对本地区和邻近地区的城乡贫困均有影响，即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三是在研究时段划分上，不同阶

段的城镇化所对应的条件及资源禀赋不同，对贫困的影响效果可能存在时间异质性，而以往文献鲜有关注。在相对贫困转为贫

困治理重点和乡城贫困转移背景下，城镇化是否有助于减贫?对城镇和农村贫困影响程度如何?这一影响是否存在空间上和时间上

的异质性?基于此，本文边际贡献在于：以 2000—2020年长三角地区 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将城镇贫困和农

村贫困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出发，分析长三角城镇化发展与城乡贫困演化特征。在此基础上构建空间

杜宾模型，实证检验城镇化发展对城乡贫困的异质性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以期为我国城镇化战略及其减贫路径的持续发展

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三、变量说明、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一)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城镇贫困(urbanpov)和农村贫困(ruralpov)。现阶段反映贫困状况的常用指标包括贫困指数、贫困发生率、

贫困人口收入和恩格尔系数等。鉴于贫困线经过数次变更而导致各地区尚无长序列贫困指数，城市级别的贫困发生率和贫困人

口收入数据十分匮乏，本文借鉴单德朋等(2015)的方法，采用恩格尔系数来分别反映城镇和农村的贫困状况。恩格尔系数越大，

家庭用于食品方面支出越多，则用于非食品方面支出越少，其贫困程度也就越高。若恩格尔系数下降，则表明贫困减缓。具体

计算公式为：①城镇贫困=城镇居民人均食品消费支出÷城镇居民人均总消费支出。②农村贫困=农村居民人均食品消费支出÷

农村居民人均总消费支出。

(二)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城镇化发展水平(urban),城镇化反映了农村人口向城镇地区迁移流动与集聚的过程，故借鉴大多数学

者做法，以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作为其代理变量，即 urbani = Pui Pi 。式中，urbani表示 i市的城镇化发展水平，Piu表示 i市城

镇常住人口，Pi表示 i市常住总人口。

(三)控制变量

由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就业状况、居民收入分配、开放程度、基础设施水平、社会保障、人力资本及资本投

入等因素都有可能对贫困程度产生影响，故将上述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其中：地区经济发展水平(PGDP)以人均 GDP进行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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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IS)=第三产业产值÷第二产业产值；就业状况(employment)=就业人口数÷常住人口总数；居民收入分配(income)=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开放程度(open)=FDI÷GDP;基础设施水平(INFR)以每平方千米面积道路里程表征；

社会保障(security)=政府社会保障支出÷GDP;人力资本(human)=政府教育支出÷GDP;资本投入(capital)=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

÷常住人口总数。相关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

计年鉴》、CEIC数据库、EPS数据库以及长三角各省市历年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样本为 2000—2020年长三角 41个地级及以

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补齐部分地区或年份的缺失值。

上述变量描述性统计特征见表 1。结果显示，2000—2020年长三角地区平均城镇化率为 54.4%,各市之间城镇化发展水平差

异较大；城乡贫困方面，城镇贫困程度平均为 0.362,最低为 0.227,最高为 0.515,而农村贫困程度平均为 0.391,最低为 0.252,最高为

0.613,可见长三角地区农村贫困问题较之城镇更加严重，并且农村内部贫困差距更大。

表 1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城镇贫困
urbanpov 0.362 0.057 0.227 0.515

农村贫困
ruralpov 0.391 0.070 0.252 0.613

城镇化发展水平
urban 0.544 0.151 0.145 0.896

经济发展水平
PGDP 3.872 4.701 0.224 54.148

产业结构
IS 0.905 0.318 0.069 2.751

就业状况
employment 0.616 0.092 0.407 1.604

居民收入分配
income 2.344 0.457 1.560 4.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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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程度
open 0.426 0.328 0.005 2.429

基础设施水平
INFR 1.149 0.565 0.176 4.504

社会保障
security 0.012 0.010 0.0001 0.054

人力资本
human 0.023 0.011 0.001 0.068

资本投入
capital 0.029 0.026 0.0004 0.148

四、城镇化发展与城乡贫困时空演化特征

(一)时间维度

城镇化发展方面，长三角地区总体及分区域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图 1),其中，上海市城镇化水平最高，发展趋势平缓，已处

于城镇化发展高度成熟阶段；安徽省城镇化虽然总体发展水平较低，落后于长三角整体及江浙沪地区，但差距在不断缩小，城

镇化发展速度稳健增长；江浙两地城镇化水平相近，发展趋势趋同，均在不断缩小与上海市之间差距。此外，值得注意的是，

2010年后，江苏省城镇化水平开始逐渐超过长三角整体和浙江省，可见江苏省城镇化发展要好于长三角平均水平。

图 1 2000—2020年长三角地区城镇化发展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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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贫困方面，长三角地区城镇贫困和农村贫困程度均呈波动式下降趋势，除安徽省外，江浙沪地区城乡贫困差距均有所

缩小，另外，城镇贫困程度在整体上要低于农村贫困程度(图 2)。具体来说，在城镇贫困方面，上海市城镇贫困减少幅度最大，

且于 2015年开始成为长三角城镇贫困程度最低区域；江浙两地城镇贫困变化趋势相近，贫困程度处于长三角平均水平；安徽省

城镇贫困程度虽不断下降，但始终高于长三角其他地区，且差距还在扩大。在农村贫困方面，江浙沪三地农村贫困程度相近，

样本期间内贫困程度互有高低，虽然安徽省农村贫困程度始终最高，但其与长三角其他地区差距在不断缩小。值得注意的是，

长三角城乡贫困程度在 2013年后经历断崖式下降，原因可能是随着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国家逐渐推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城乡一体化发展和脱贫攻坚等，更加注重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民生问题，使得经济发展成果更多地惠及广大人

民群众。此外，2019—2020年间，城镇贫困和农村贫困均呈小幅度上升特征，原因可能是新冠疫情影响。

图 2 2000—2020年长三角地区城乡贫困程度变化趋势

总体来看，随着时间推移，长三角整体及分区域城镇化发展水平逐渐提高，且省际差距不断缩小；城镇和农村贫困程度呈

波动式下降特征，表现为收敛趋势。以 2013年为界，可以把城乡贫困减少特征划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00—2012年)的贫

困程度下降幅度较为平缓，第二阶段(2013—2020年)的贫困程度下降幅度较为陡峭。这是由于 2013年后，我国经济发展开始进

入新常态，更加注重经济发展“质量”而非经济增长“数量”,对于贫困问题的重视和相关实施政策手段较以往更加全面而具体，

脱贫攻坚力度更大。

(二)空间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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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发展方面，图 3给出了 2005年、2010年、2015年和 2020年莫兰指数散点图来反映长三角 41市的城镇化发展水平

空间分布，横轴表示标准化城镇化率值，纵轴表示空间滞后值，可以看到，长三角城镇化发展在总体上具有显著空间正相关性，

且随着时间推移，这种空间集聚特征不断增强，最终使得大部分城镇位于一、三象限，表现出 H-H和 L-L 聚集的空间分布状态。

具体来说，H-H聚集区城镇多位于长三角东部经济发达的核心地带，如上海、苏南和浙北等地，而 L-L 聚集区城镇多位于长三

角经济较不发达的边缘地带，如苏北和安徽等地。值得注意的是，H-L和 L-H集聚城镇不断减少，表明邻近城镇间城镇化发展

协同性逐渐增强，而 H-H型集聚城镇的增多则表明长三角地区整体城镇化发展水平不断提升。此外，安徽省无一城镇位于 H-H

集聚区域，浙江省仅丽水一市位于 L-L 集聚区域，反映出长三角不同区域间城镇化发展的不均衡性；同时，江苏省南部城镇多

位于 H-H集聚区，北部城镇多位于 L-L集聚区，表明江苏省内部城镇化发展差异较大。

图 3 长三角 41市城镇化率的莫兰指数散点图

城乡贫困空间相关性的存在是使用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的先决条件，故本文采用莫兰指数对其进行全局空间自相关

的显著性检验(表 2)。结果显示，2000—2020年长三角地区城镇贫困和农村贫困的莫兰指数多在 1%水平上显著，且系数值均为

正，呈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空间相关性具有阶段性特征：2013年之前，城镇贫困的莫兰指数

普遍小于农村贫困，而 2013年之后，则表现出相反的情况，可能原因是随着脱贫攻坚力度的加大，农村贫困问题得到极大解决，

大量农村人口迁移或流动到城镇，使得这类群体的收入水平、社会福利和保障水平等得到有效提高，但由于自身人力资本积累、

户籍制度和社会融入等问题的存在，其与城镇本地居民之间仍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差距，进而引致城镇内部的相对贫困问题，从

而使得城镇贫困的空间相关性超过农村贫困。上述空间维度的动态变化特征构成了本文从空间外溢视角研究城镇化发展影响城

乡贫困的现实基础。

https://kns.cnki.net/KXReader/Detail/GetImg?filename=&uid=WEEvREcwSlJHSldSdmVpcmVGditKZitIOUJhOTdiSnRlZ0M3QlphcWdHZz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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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0—2020年长三角地区城乡贫困的莫兰指数

年份

城镇贫困
农村贫困

莫兰指数
Z(I) 莫兰指数 Z(I)

2000
0.212** 2.358 0.511*** 5.300

2001
0.278*** 2.999 0.528*** 5.439

2002
0.250*** 2.741 0.625*** 6.378

2003
0.524*** 5.415 0.591*** 6.030

2004
0.588*** 6.026 0.505*** 5.217

2005
0.603*** 6.156 0.586*** 6.016

2006
0.529*** 5.464 0.477*** 4.925

2007
0.200** 2.215 0.232** 2.541

2008
0.259*** 2.825 0.561*** 5.751

0.402*** 4.202 0.563*** 5.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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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2010
0.192** 2.141 0.620*** 6.352

2011
0.478*** 4.997 0.383*** 4.046

2012
0.220** 2.468 0.337*** 3.603

2013
0.484*** 5.073 0.256*** 2.789

续表 2

年份

城镇贫困
农村贫困

莫兰指数
Z(I) 莫兰指数 Z(I)

2014
0.415*** 4.337 0.248*** 2.697

2015
0.616*** 6.305 0.534*** 5.542

2016
0.357*** 3.776 0.461*** 4.785

2017
0.534*** 5.479 0.435*** 4.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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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0.516*** 5.316 0.409*** 4.258

2019
0.491*** 5.089 0.377*** 3.964

2020
0.493*** 5.103 0.411*** 4.284

注：Z(I)为构建的标准化 Z值。*、**、***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总体而言，不管是在时间维度还是空间维度上，长三角地区城乡贫困均以 2013年为界，表现出前后不同的变化特征。鉴于

此，本文将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研究城镇化发展影响城乡贫困的本地区直接效应和邻近地区的空间外溢效应，并针对 2000—

2012年和 2013—2020年两个阶段分别检验城镇化发展对城乡贫困的影响，并讨论两阶段的异同。

五、实证分析

(一)空间杜宾模型建构

本文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研究城镇化发展对城乡贫困的空间异质性影响。其模型的基本表达式为：

povit=αit+ρWpovit+β1urbanit+βcontrolit+φ1Wurbanit+φWcontrolit+εit (1)

式中，povit为 i市 t年的贫困程度，包括城镇贫困和农村贫困；urbanit是相应的城镇化水平；controlit是相应的控制变量；

W代表邻接距离空间权重矩阵，两地区相邻则为 1,否则为 0。对模型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表 3),结果显示，VIF值均显著小于 10,

表明上述各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 3 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

变量
VIF 1/VIF 变量 VIF 1/VIF

urban
2.34 0.428 open 1.39 0.718

PGDP
1.48 0.675 INFR 2.03 0.492

1.27 0.788 security 2.94 0.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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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employment
1.60 0.626 human 3.13 0.319

income
1.63 0.614 capital 2.66 0.376

Mean VIF
2.05

(二)实证结果：基于 2000—2020年的整体性分析

受制于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长三角地区城镇与农村之间经济社会发展差距较大，导致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鉴于此，有必要分别从城镇贫困和农村贫困两个方面实证检验城镇化发展对城镇和农村贫困的异质性影响(见表 4)。

表 4 2000—2020年长三角地区城镇化发展对城乡贫困影响的估计结果

变量
urbanpov ruralpov 变量 urbanpov ruralpov

urban

-0.0419***

(-4.25)

-0.0859***

(-7.14)
W×urban

-0.0525***

(-2.65)

0.0582**

(2.39)

PGDP

-0.00114***

(-4.47)

-0.00195***

(-6.22)
W×PGDP

-0.0028***

(-4.49)

-0.0059***

(-7.62)

IS

-0.00233

(-0.64)

0.0178***

(3.99)
W×IS

-0.00288

(-0.40)

-0.0164*

(-1.83)

employment

0.0447***

(3.27)

-0.0278*

(-1.66)
W×employment

-0.0382

(-1.53)

0.0817***

(2.66)

income

-0.00929***

(-2.63)

0.0039

(0.90)
W×income

0.0383***

(6.45)

0.0277***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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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0.00537

(1.46)

-0.0019

(-0.42)
W×open

0.0131*

(1.90)

-0.0358***

(-4.23)

INFR

-0.00351

(-1.29)

-0.00483

(-1.44)
W×INFR

-0.00359

(-0.71)

-0.00777

(-1.26)

security

-0.0277

(-0.14)

0.482*

(1.94)
W×security

0.678*

(1.76)

0.526

(1.09)

human

0.385**

(2.21)

-0.321

(-1.50)
W×human

-1.825***

(-4.92)

-2.024***

(-4.38)

capital

0.0941

(1.21)

0.233**

(2.44)
W×capital

0.0966

(0.55)

0.0294

(0.13)

R2
0.689 0.663 Spatial ρ

0.311***

(7.48)

0.338***

(8.31)

Log-likelihood
683.5202 683.5202 观测值 861 861

注：括号内为 t值。*、**、***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表 4空间计量估计结果显示，2000—2020年长三角地区城镇化发展对城镇和农村贫困影响显著，并具有空间外溢效应。当

被解释变量为城镇贫困或农村贫困时，城镇化发展的估计系数均为负，且通过 1%显著性水平，即城镇化发展有利于减缓本地区

的城乡贫困。从空间外溢效应的视角看，本地城镇化发展会显著减缓周边地区的城镇贫困，但同时也可能会加剧周边地区的农

村贫困。

本文利用“偏微分方法”,将解释变量的空间外溢效应进一步分解成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表 5)。结果显示，城镇化发展对城

镇贫困和农村贫困的影响存在差异，且这种影响还具有空间外溢效应。从对本地区的直接效应看，城镇化发展在 1%水平上显著

减缓本地区的城镇贫困和农村贫困，直接效应系数分别为-0.0467和-0.0829,可见城镇化发展对农村贫困的影响程度更大。这说明

随着城镇化发展，要素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吸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镇转移，使得贫困人口迁移流向整体表现为由

农村向城镇转移、由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这一趋势，收入分配和资源要素配置结构不断优化，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最

终促进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同时，城镇化发展所引致的农村贫困人口的向外迁移、高素质劳动力的回流、农村土地集约化利

用和边际效率的提升、农村产业多样化发展、城镇经济发展溢出效应和政府“三农”政策扶持等原因，以及城镇化所带来的消

费关系、就业水平提高、汇款等，使得农村减贫效果更为显著。从对周边地区的间接效应看，本地城镇化发展在 1%水平上显著

减缓周边地区城镇贫困，间接效应系数-0.0905,但同时也可能会加剧周边地区农村贫困，间接效应系数为 0.0407,造成这一结果的

原因可能是本地城镇化发展意味着集聚经济和规模经济，对周边地区特别是周边农村地区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产生虹吸效应，

从而导致周边地区人口红利的降低，限制周边地区发展，继而引发用工难、通货膨胀与资源闲置等现象的并存，进而加剧农村

贫困；另一方面，由于城镇之间在交通、信息、人力资本和资源要素等方面合作联系较之农村更为紧密，因此本地城镇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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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促进本地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社会保障机制完善的同时，也会对周边城镇产生正向溢出效应，进而带动周边城镇

减贫。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城镇化发展对农村贫困的空间外溢效应显著大于城镇贫困，原因可能是城镇化推进的主要形式是

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农业产业人口向非农产业人口流动，故城镇化发展对农村贫困的影响更为显著。

表 5空间杜宾模型的效应分解

变量

城镇贫困
农村贫困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urban

-0.0467***

(-4.47)

-0.0905***

(-3.54)

-0.0829***

(-6.37)

0.0407

(1.22)

PGDP

-0.00138***

(-4.97)

-0.00435***

(-4.86)

-0.00251***

(-7.23)

-0.00928***

(-7.69)

IS

-0.00276

(-0.76)

-0.00453

(-0.44)

0.0167***

(3.73)

-0.0142

(-1.08)

employment

0.0440***

(3.47)

-0.0361

(-1.12)

-0.0201

(-1.29)

0.0996**

(2.42)

income

-0.00655**

(-2.01)

0.0489***

(6.07)

0.00637

(1.59)

0.0416***

(4.14)

open

0.00646*

(1.79)

0.0201**

(2.10)

-0.00510

(-1.14)

-0.0519***

(-4.26)

INFR

-0.00371

(-1.37)

-0.00641

(-0.95)

-0.00543

(-1.63)

-0.0133

(-1.56)

security

0.0262

(0.13)

0.960**

(1.98)

0.544**

(2.17)

1.035*

(1.68)

0.249 -2.372*** -0.511** -3.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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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1.51) (-4.76) (-2.50) (-4.84)

capital

0.106

(1.35)

0.170

(0.70)

0.246**

(2.51)

0.149

(0.48)

注：括号内为 t值。*、**、***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除城镇化发展因素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就业状况、居民收入分配、开放程度、基础设施水平、社会保障、

人力资本水平及资本投入均在不同程度上对本地区及周边地区的城镇和农村贫困产生异质性影响。从对本地区的直接影响看，

除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水平、社会保障和资本投入对城镇和农村贫困影响方向一致，其他因素对城镇和农村贫困的影响方

向均存在不一致性。具体来说，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有利于减缓城乡贫困，产业结构和居民收入分配的调整优化有

利于城镇减贫，就业状况改善、对外开放和人力资本水平提高有利于农村减贫。从对周边地区的空间外溢效应看，本地区的经

济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基础设施的完善和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周边地区城乡贫困减缓，说明存在明显的经济和知识的

空间外溢效应；本地区就业状况的改善有利于周边地区城镇减贫，而对外开放则有利于周边地区农村减贫。

(三)分阶段的实证结果

为了厘清不同阶段城镇化发展对城乡贫困的异质性影响，本文基于长三角地区城乡贫困时空演化特征，以 2013年为阶段划

分点，将总体样本细分成包括 2000—2012年和 2013—2020年两个阶段的子样本，从时间维度检验城镇化发展对城镇和农村贫

困影响的动态变化，并讨论两阶段的异同。

1.第一阶段的实证结果分析。

第一阶段(2000—2012年)城镇化发展对城镇和农村贫困的影响既存在本地的直接效应，又存在周边地区的空间外溢效应(表

6)。从本地区的直接效应看，城镇化发展在 1%水平上显著减缓本地区农村贫困，但是对城镇贫困减缓效果不明显，直接效应系

数分别为-0.0582和-0.00854。可见与城镇地区相比，这一阶段城镇化发展的减贫效应在农村地区表现得更为突出，原因可能是这

一时期长三角地区城镇化处于初期阶段，城镇化发展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增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进行非农生产经

营活动，减少了农村贫困人口，同时使得农村就业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此外，城镇化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人力资本、先

进知识和生产技术的转移，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从周边地区的空间外溢效应看，城镇化发展在 10%水平上显著减缓周边地区

城镇贫困，在 5%水平上显著加剧周边地区农村贫困，间接效应系数分别为-0.0668和 0.100。可见这一阶段城镇化发展有利于周

边地区的城镇减贫，但对农村增贫作用程度更大，原因可能是城镇化初期，经济结构、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体系、资源要

素配置等尚不完善，城乡之间经济联系较为薄弱，城镇化发展所带来的经济、知识等溢出效应多对周边城镇地区产生作用，对

周边农村地区影响程度有限。甚至在传统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发达地区会对周边农村地区产生较为强烈的虹吸效应，整体上抑

制农村经济发展，使得农村地区存在被进一步边缘化的风险，阻碍农村减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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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2000—2012年城镇化发展对城乡贫困影响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变量

城镇贫困
农村贫困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urban

-0.00854

(-0.56)

-0.0668*

(-1.80)

-0.0582***

(-3.14)

0.100**

(2.15)

PGDP

-0.00171***

(-4.64)

-0.00558***

(-4.42)

-0.00323***

(-7.25)

-0.013***

(-7.95)

IS

0.0112**

(2.01)

0.0101

(0.62)

0.0347***

(5.16)

-0.0236

(-1.19)

employment

0.0715***

(3.45)

-0.113**

(-2.08)

-0.0384

(-1.55)

-0.0697

(-1.07)

续表 6

变量

城镇贫困
农村贫困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income

-0.00513

(-1.26)

0.0589***

(5.15)

0.00255

(0.52)

0.0564***

(4.22)

open

0.00857*

(1.72)

0.0269*

(1.94)

-0.0101*

(-1.70)

-0.0614***

(-3.62)

INFR

-0.0136**

(-2.44)

-0.0153

(-1.05)

-0.0216***

(-3.21)

-0.0695***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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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ity

-0.190

(-0.59)

1.210*

(1.78)

1.177***

(3.06)

0.711

(0.87)

human

-0.153

(-0.65)

-3.354***

(-4.94)

-1.163***

(-4.08)

-5.368***

(-6.49)

capital

-0.518**

(-2.06)

-0.0367

(-0.06)

-0.0939

(-0.31)

-0.278

(-0.39)

注：括号内为 t值。*、**、***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2.第二阶段的实证结果分析。

第二阶段(2013—2020年)城镇化发展对城镇和农村贫困的影响同样存在本地区的直接效应和周边地区的空间外溢效应(表 7)。

从本地区的直接效应看，城镇化发展在 1%水平上显著减缓城镇和农村贫困，直接效应系数分别为-0.0801和-0.0451。可见这一

阶段城镇化发展对本地区的城镇贫困减缓作用程度更为显著，原因可能是这一时期政府加大脱贫攻坚力度，城乡贫困问题受到

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同时，长三角地区城镇化发展进入中后期阶段，贫困问题更多地从农村转移到城镇；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

常态，经济结构转型加快，城镇化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政府在推动城镇化发展时更加注重“质量”而非“数量”,加大了户籍

制度改革、基础设施建设、社保体系完善、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的投入力度，使得城镇“新市民”的社会融入问题更多地得到

解决，从而有效减缓了城镇贫困。从周边地区的空间外溢效应看，城镇化发展在 1%水平上显著加剧周边地区农村贫困，且对城

镇贫困减缓效果不明显，间接效应系数分别为 0.157和-0.0358。这说明这一阶段城镇化发展不能有效缓解周边地区的城乡贫困问

题，对农村贫困的影响程度更大。可能原因是长三角地区整体城镇化已处于较高水平，其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以非贫困人口

为主，同时本地区城镇化进一步发展可能带来自身及周边地区生活成本上升等负外部性，从而产生新的贫困。此外，城镇化率

作为官员政绩考核主要指标之一，受晋升机制影响，临近地区在城镇化发展方面可能出现“恶性竞争”(城镇化热),非农用地需求

量和“失地”农民数量增加，导致农村人力资源、生产要素和公共资源持续向城镇地区集聚，产生极化效应，抑制农村地区自

我发展能力；而缺乏产业支撑的城镇化不能为“失地”农民提供充足就业岗位和社会保障，最终加剧农村贫困。

表 7 2013—2020年城镇化发展对城乡贫困影响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变量

城镇贫困
农村贫困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urban

-0.0801***

(-4.04)

-0.0358

(-0.89)

-0.0451**

(-2.00)

0.157***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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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7

变量

城镇贫困
农村贫困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PGDP

-0.00115**

(-2.55)

-0.000243

(-0.22)

-0.00118**

(-2.32)

0.00000144

(0.00)

IS

-0.0182***

(-3.55)

-0.0402***

(-3.45)

-0.0121**

(-2.10)

-0.0443***

(-3.51)

employment

0.012

(0.77)

-0.0105

(-0.30)

-0.0370**

(-2.10)

0.0687*

(1.78)

income

-0.00933

(-1.46)

0.0186

(1.13)

0.0120*

(1.65)

0.0314*

(1.73)

open

0.0148***

(2.72)

0.00367

(0.31)

0.0207***

(3.35)

-0.0274**

(-2.11)

INFR

-0.00156

(-0.56)

0.00514

(0.93)

-0.00485

(-1.54)

0.00294

(0.48)

security

0.191

(0.65)

-0.695

(-1.00)

0.412

(1.23)

-2.065***

(-2.68)

human

0.223

(0.82)

1.722**

(2.33)

0.179

(0.57)

4.458***

(5.39)

capital

0.187**

(2.54)

0.555***

(2.79)

0.296***

(3.57)

0.838***

(3.82)

注：括号内为 t值。*、**、***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3.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异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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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上述两个阶段的实证结果，可以发现，城镇化发展对城镇贫困和农村贫困存在异质性影响：从影响方向看，城镇化发

展对城镇和农村贫困的影响存在差异。从本地区的直接效应看，两阶段下城镇化发展均有利于减缓城镇和农村贫困；从周边地

区的空间外溢效应看，城镇化发展能够减缓周边地区城镇贫困，但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周边地区农村贫困。值得注意的是，两

阶段下城镇化发展对本地区及周边地区城镇和农村贫困的影响方向均与全样本空间计量结果保持一致，说明本文估计结果较为

稳健。从影响大小看，两阶段下城镇化发展对城镇和农村贫困的影响程度不一致。从本地区的直接效应看，城镇化发展带来的

城镇减贫效应在第二阶段更为突出，农村减贫效应在第一阶段更强；从周边地区的空间外溢效应看，城镇化发展带来的周边地

区城镇减贫效应在第一阶段更为显著，周边地区农村增贫效应在第二阶段更大。这说明第一阶段城镇化发展更有利于本地区农

村减贫和周边地区城镇减贫，第二阶段城镇化发展更有利于本地区城镇减贫，但两阶段下城镇化发展均会加剧周边地区农村贫

困，且影响程度在第二阶段更甚。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 2000—2020年长三角 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分析城乡贫困的时空演化特征，并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

检验城镇化发展对城镇和农村贫困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在此基础上分阶段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1)在时间维度上，

长三角城乡贫困程度波动式下降，且以 2013年为界，减贫幅度由平缓变陡峭；在空间维度上，长三角城镇和农村贫困均呈显著

空间集聚特征，且以 2013年为界，前者的莫兰指数逐渐超过后者。(2)从整体看，城镇化发展有利于减缓城乡贫困，且对农村贫

困的影响程度更大。而在空间外溢效应方面，本地城镇化发展会显著减缓周边地区城镇贫困和加剧农村贫困，且对农村贫困的

空间外溢效应更大。(3)分阶段看，第一阶段(2000—2012年)城镇化发展更有利于本地区农村减贫和周边地区城镇减贫，第二阶

段(2013—2020年)城镇化发展更有利于本地区城镇减贫，但两个阶段的城镇化发展均会加剧周边地区农村贫困，且影响程度在第

二阶段更甚。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得到如下政策启示：第一，城镇化进程并不必然带来城乡贫困的减缓，因此在推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

需更加注重“质量”的提升而非“数量”的增长。需要重视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积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注重解决包

括医疗、教育、住房、交通等公共服务及社会保障在内的民生问题，降低居民生活成本，提升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第二，根据

前文结论，第二阶段城镇化发展更有利于本地区城镇减贫，结合贫困乡城转移现实背景，当前应重视乡村振兴和县域城镇化有

机结合。一方面应该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城镇和农村人口、资金和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

使得城镇和农村形成优势互补；另一方面应发挥县城在连接大都市圈和广大中小城镇及乡村地区中的桥梁纽带作用，有效疏解

城镇贫困人口在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空间集聚，从而缓解城镇化要素过度集聚带来的住房成本高、教育与医疗资源紧缺等负外

部性，最终减轻城镇贫困。第三，长三角地区城镇化对城乡贫困减缓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城镇化发展的各个阶段均会减

缓周边地区城镇贫困和加剧农村贫困，故在制定城镇化发展战略时应充分考虑地区间的地理和经济空间联系。一方面完善区域、

城乡之间基础设施建设，实行跨域经济互动、资源要素配置和人才、科技交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扶贫政策与扶贫体系有机

衔接；另一方面通过财政支持、政策扶持、转移支付和产业支撑等途径鼓励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非农就业。

最后，囿于数据所限，本文以恩格尔系数来衡量城乡贫困，但由于我国近年较高的住房和教育消费对食品消费支出造成的

挤出效应，以及国家对粮食价格的严格管控，使得我国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占比相比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常年偏低，并不能很

准确地反映我国城乡居民贫困的真实状况；二是由于城乡消费结构差异的存在，例如，城市地区的高房价会在一定程度上挤占

食品消费占比，城乡的恩格尔系数缺乏一定的可比性。因此，未来随着相关贫困统计数据的不断丰富，有必要采用多种指标更

科学准确地反映城乡的贫困状况。此外，本文初步探讨了人口城镇化这一单一维度对于城乡贫困的差异化影响，在未来的研究

中，有必要从产业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等城镇化的其他维度，对城镇化影响城乡贫困的作用进行更全面的深入讨论和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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